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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

先行者，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特大型城市，

在迎接崭新的发展机遇、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

同时，长期面临着来自人口、土地、环境、安全

等方面的多重压力，城市发展面临若干困境。

在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近年来城市人

口持续增长、住房用地需求不断增大，长此以

往或将影响上海的城市品质。住房用地作为人

类最主要的居住空间，其发展状况不仅关系民

生，也对城市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建设起

着基础作用。而住房规划作为城市规划体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城市居民整体居住水

平和城市社会发展潜力。

国际大都市住房发展规划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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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上海正编制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传统“摊大饼”式的外延扩张发展模式已愈

发不适合上海市土地资源紧约束的现状。为了

更好地提升上海市整体居住品质，实现住房发

展目标，有必要借鉴国际先进城市住房发展规

划的经验做法。为此，本文对纽约、伦敦、东京、

新加坡、香港、首尔6个国际大都市的住房用地

规模和发展空间进行研究，并总结其经验与启

示，以期为制定上海市新一轮住房发展专项规

划提供借鉴。

1　国际大都市住房规划的发展历程及

      侧重点

住房规划是国际大都市战略规划的重要

上海存在土地资源稀缺的客观现实，城市转型发展面临着多重压力，住房用地需求仍在增长，传统的扩张式发展已经不适

于上海。国际大城市住房发展大多曾经历或正在经历与上海相似的情况，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以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

香港、首尔6个国际大都市的住房用地规划和发展空间为例进行研究，从住房规划的发展历程及侧重点、住房用地规模与

住房结构、住房用地空间布局特点和住房规划实施政策等角度进行分析，总结其先进做法和可借鉴之处，以期为上海市新

一轮住房发展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提供国际经验借鉴。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scarce land resources and a growing demand for residential 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is facing multiple pressures. The traditional expanding type of development is ill-adapted for Shanghai. The urban 

housing development in most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es has experienced or is experiencing a similar situation. These cities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Focusing on the spati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residential land in six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New York, London, Tokyo,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Seoul,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housing planning and its points 

of focus, residential land use scale, structure of housing provisi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residential l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housing planning policy, and then summarizes their advanced practices to make an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a new round of subject plan of housing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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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明确住房规划理念和定位是编制住房发

展规划的基本前提。从总体来看，6个国际大

城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各自不同的住房发

展目标和侧重点[1]。

1.1　住房规划目标变迁

各城市在住房规划的不同时期，随经济社

会水平、住房市场发展情况、市民居住需求等

的变化，目标也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图1）：

第1阶段（住房发展初期）：以解决居民

住房短缺、提高住房建设效率为主；

第2阶段（住房短缺缓解后）：注重提高

住房面积、质量、性能和舒适度；

第3阶段（住房质量得到保障后）：注重

营造宜居的居住环境和提升居住品质；

第4阶段（住房环境品质提升后）：以增

加社区人文关怀、培养多样性社区、满足各类

人群的居住需求为主（图1）。

1.2　住房规划的侧重点

1.2.1　住房规划的分类

依据住房规划所针对的住房类型，各城

市住房规划的侧重点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为

以不同收入阶层的人群为规划对象，着力满足

社会上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日本《住宅建设五

年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住房政策目标、住宅建

设规模、保障型住房规模与措施、居住水平与

居住环境标准等，涵盖了民间建设住房在内的

所有住房建设的目标①。伦敦《住宅发展战略》

（London Housing Strategy）涵盖了对自有住

房、市场租赁住房、政府公房和可支付性住房②

等多种住房类型所进行的规划。其二为以保障

性住房为主要规划对象，政府不再负担中高收

入人群的住房规划。首尔在20世纪80年代至

20世纪末，以“为有需求者供应保障性住房”

为规划目标，政府只承担保障房建设规模、布

局、户型等方面的规划，对于中高收入人群的

多样化住房需求则交由市场来满足。香港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将公共住房转化为自有住

房，以提高居民自有住房率为其规划目标。

1.2.2　住房规划侧重点及指标

对比来看，6个国际大都市住房规划侧重

点包括4个方面：住房建设规模，约束最低居住

面积，提升居住品质，利用存量土地和住房。具

体指标如表1所示[2-5]。

2　国际大都市住房用地规模与住房结构

       分析

2.1　住房用地规模

结合国际大都市住房用地规模的实际情

况，可从绝对规模、相对规模、人均用地规模3

个方面进行比较，并分析各城市住房用地规模

图1　各对标城市住房规划发展历程及规划目标变迁

侧重点 代表性做法

住房
建设规模

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
2014—2024年新建8万套可支付住宅（纽约）
2015—2018年可支付住房供给目标1.5万套（伦敦）

住宅建设总体规模 2015—2025年所有类型的住房供给目标42万套（伦敦）

约束最低
居住面积

规定户均面积 （每户）住宅平均使用面积达100 m2（日本1996—2000年）
针对家庭人口数，规
定最低居住标准与引
导性居住标准

全国100%家庭达到最低居住标准；50%以上家庭达到引导性居
住标准（日本1996—2000年）
2020年全部住宅达到最低居住面积标准（东京）

提升居
住品质

住房的品质与设施

100%新建住房符合《伦敦住房设计指南》中的标准；至少10%
的住房要有无障碍设施（伦敦）
形成安全和有保障的住房和居住区，建造抗灾害的、能源自给
的、低碳的住宅和住宅区（东京）

社区的服务性与多
样性

确保老年人的居民的安全，支持养育子女家庭的居住（东京）;
增加混合居住组群的多样性，混居比例调整为20：30：50（低
收入：中等收入：中位收入）；调整户型供应比例，新建项目
需有超过60%的单身公寓或一居室住宅（纽约）

居住环境与品质
划定住宅发展密度分区，限定住宅发展地区的人口密度（香港）
提高现有住房环境和条件（伦敦）
城市规划中考虑到良好的生活环境（东京）

存量土地
和住房的

利用

促进空置房利用
空置率不高于1%（伦敦）
促进空置住宅使用，激活郊区住宅区（东京）

维护存量住房的质量
和可负担性

维护现有12万套可负担住宅，扩大住房补贴范围，扩大至收入
水平小于165% AMI（地区中等收入）的家庭（纽约）

盘活存量土地 进一步挖掘释放城市土地潜能，提升可负担住宅的建设机会，
实施小地块填充开发、低效地块再开发（纽约）

表1　各城市住房规划的侧重点与相关指标

①至2010年，日本已经完成了9个住宅建设五年计划，每个5年目标的实现程度达到99%以上。

②可支付性住房，指为没有能力在住宅市场上购房的中低收入者提供的带补贴的住宅。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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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规律（表2）。

2.1.1　绝对规模

6城市的住房用地平均绝对值为243.18 

km2。伦敦的住宅用地面积最大，达519.61 km2

（2005）；香港住宅用地面积最小，为76 km2

（2013），其中有35 km2属于乡郊居所③用地，侧

面反映了香港住房用地较高程度的集约利用。与

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的住宅用地绝对规模较

大，达973 km2（包括549 km2的城镇住宅用地

和424 km2的宅基地）。结合城市规模可知，国

际大都市住房用地的绝对规模与城市市域面积

存在一定的正相关。

2.1.2　相对规模

6城市的住宅用地占市域面积的平均比例

为20.48%。伦敦以32.56%（2005）位居首位，

这主是由于伦敦住宅用地中包含大量的住宅

庭院。香港则以6.88%（2013）居于末位，这

与香港多山的地理条件息息相关。其他城市住

房用地占市域面积的比例大致在15%—30%。

在住房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上，6城市平

均水平为32.30%，其中比例最高的纽约达到

39.46%；最低的新加坡仅为17.45%。

2.1.3　人均规模

6城市人均住房用地规模平均水平为

29.73 m2/人。最高的伦敦人均住房用地规模达

到63.38 m2/人，最低的香港仅有10.46 m2/人，

次低的首尔也只有11.23 m2/人。其余城市则基

本处于30—40 m2/人。

2.1.4　演变规律

各城市住房用地规模变化主要有两种类

型：一是小幅增长，年均增幅在0.35%左右，代

表城市为新加坡（0.34%）、东京（0.37%）和

纽约（0.30%）；二是稳中有降，如香港自2004

年以来住房用地规模年均降幅为0.58%；伦敦

1971年至2005年住房用地规模年均降幅为

0.1%。

2.2　住房结构

在6城市中，从住房总套数看，最大的东京

在2008年时已达556.1万套，而最小的新加坡在

2012年时住房总数为121.5万套；从住房总面积

来看，则规模最大的为纽约，2005年时住房总

面积已达5.38亿m2，最小的香港在2013年时仅

1.08亿m2。具体到保障性住房结构、中小套型结

构和租赁结构上，则各城市存在差异。

2.2.1　保障性住房结构

不同城市保障房建设力度差异较大，6城

市的保障房平均比例为31.77%。其中，新加坡

因其举世瞩目的组屋建设使得全市保障房比重

达75.9%，而占比最小的纽约仅有5.47%。各城

市保障房占比情况如表3所示。

2.2.2　中小套型住房结构

由于各城市实际情况和划分习惯存在差

异，对于“中小套型”的认定不完全一致。亚洲

城市 市域面积
（km2）

建设用地面积
（km2）

住房用
地面积

（km2）

住房用地占
市域面积比

例（%）

住房用地占
建设用地面

积比例（%）

常住人口
人均住房
用地面积

（m2/人）

伦敦（2005） 1 596.00 1 430.50 519.61 32.56 36.32 63.38/16.91
（纯住）

纽约（2006） 789.00 619.30 244.36
（纯住） 30.97 39.46 29.10

东京（2011） 2 122.70 1 071.76 400.27
（纯住） 18.86 37.35 30.42

新加坡（2009） 710.00 573.00 100
（纯住） 14.08 17.45 18.28

香港（2013） 1 104.43 265.00 76
（纯住） 6.88 28.68 10.46

首尔（2010） 608.32 344.19 118.85
（纯住） 19.54 34.53 11.23

表2　各城市住宅用地规模及占比结构一览表
④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5]、[6-10]。

城市 全市人口总数（万人） 住房总套数（万套） 保障性住房套数占比（%） 日期（年）

伦敦 821.75 330.0 24.00 2011
纽约 840.22 326.0 5.47 2005
东京 1 297.00 556.1 12.60 2008

新加坡 531.24 121.5 75.90 2012

香港 718.75 190.0 40.86 2013
首尔 1 031.00 350.0 — 2010

表3　各城市保障性住房占比情况
⑤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3]、[6-10]整理。

城市 标准 套数（套） 总数（套） 比例（%） 日期（年）
首尔 <85 m2 1 691 030 2 446 508 69.12 2010

新加坡（组屋） ≤90 m2 706 848 922 493 76.62 2012
纽约 0—2卧室 2 218 807 3 063 393 69.53 2008—2012

表4　各城市存量中小套型住房占比情况
⑥

③乡郊居所又称丁屋，一般是指新界及离岛上的原住民所兴建的小型屋宇，大多位于农地或坡地上。《香港基本法》第40条规定，新界原住民每人一生有一次向政府

申请兴建一间面积700平方呎（约合77.8 m2）、楼高不超过3层的小型屋宇，且无需向政府缴纳土地出让金，但屋宇转让于非原住民的居民时，则需向政府补缴地价。

④伦敦数据包括伦敦的住宅用地（138.96 km2）和住宅庭院用地（380.65 km2）两部分。日本的宅地包含住宅、工业和商业用地，按经验，住宅用地占宅地的比例为

60%。该数据包括香港的私人住宅用地（25 km2）、公屋用地（16 km2）和乡郊居所（35 km2）。

⑤按产权类型分，伦敦住房分为自住私房、私人租赁房和公共租赁房，这里以2011年公共租赁房的比例作为其保障性住房的比例。日本的公共住房包括公营住宅、公

团住宅、公库住宅（2005年已取消）和地方住宅供应公司提供的商品住宅。该数据由3.6%的给予住宅、4.9%的公营借家和4.1%的公社借家加总得来。其中，给予住

宅包括公共住房和公司单位的职工宿舍，而公共住房又包括租赁的公营住宅和可租可售的公团住宅等；公营借家和公社借家是指租赁的公营住宅和公社住宅。

⑥首尔住房总数剔除集体户和外国住户的住宅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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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保障性住房分布

尽管各城市的住房发展状况不尽相同，但

其保障性住房布局基本呈现出“小集中、大分

散，均衡布局”的规律，特别是在中心城区普

遍设置较高的保障房配建比例，促进不同社会

阶层的混合居住。

纽约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创新性地实行

“包容性区划”（Inclusionary Zoning），通过区

划规范来指定不同区域住宅的开发形式及规

模，在允许高密度开发的区域要求开发商配建

可支付性住房。纽约市规划局专门把一些中高

密度的住宅和商业片区划分为包容性住房指

定区域，要求开发商将其中20%的区域建造成

可负担住宅，并给予开发商超过33%的建筑面

积奖励。如今，包容性区划住房广布全市，甚至

遍布用地最紧张的曼哈顿地区，为中心城区保

障性住房的供给提供了保证（图6）。

伦敦政府近年来增加住宅供应的一个重

要计划是划定住宅区，地方政府可引进私人机

构在这些区域内进行新建住房的开发，并规

定需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房。其中选址

位于内伦敦地区的住宅区，保障性住房占比达

22.2%（图7，图8）。

东京政府于2011年12月公布了《东京

2020年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围绕提升东京整

体实力水平，提出了8大城市发展目标。在城

市居住空间规划上，东京都规划了3个圈层，

规划确定了大规模的都营住宅建设，主要分

布于中部圈层（良好居住和生活环境形成区，

注重建筑防火与抗震，形成水绿环境优美的

居住空间），在内部圈层与外部圈层也有少量

分布（图9）。

  

4　国际大都市住房规划实施政策

综合来看，各国际大都市为确保住房规划

顺利实施，基本都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强

调对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的落实，体现政府的

社会责任。大致上看，各城市的住房规划实施

政策可概括为规划土地政策、住房政策和财税

政策。

表5　各城市新增中小套型住房占比情况

城市 标准 套数（套） 总数（套） 比例 日期（年）
东京 ≤99 m2 125 618（估） 132 005（估） 95.16% 2008
香港 <70 m2 18 745 22 300 84.06% 2013—2014
首尔 <85 m2 47 305 55 976 84.51% 2011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3]、[6-10]计算整理。

大城市“中小套型”通常指面积在70—99 m2

的房屋，如新加坡通常将建筑面积90 m2（4居

室）以下的组屋称为中小型组屋；韩国通常将

房屋面积85 m2以下的住宅称为“中小套型”

住宅；日本则习惯于将专用面积⑦在80—90 m2，

或建筑面积不大于99 m2的套型笼统称为中小

户型；香港则将楼面面积小于70 m2的住房归为

中小套型。而纽约和伦敦缺少严格的房屋面积

认定标准，通常纽约的0—2卧室和伦敦的1居室

至3居室房屋可被视为中小套型。

基于以上认定标准，首尔、新加坡、纽约

的存量住房中，中小套型比例基本接近或超过

70%，其中新加坡达76.62%；东京、香港、首尔

的新增中小套型占比均超过了80%，其中东京

达95.16%。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近两年来新建

的公屋均为小户型房屋，新建私人住房中也有

74.04%的小户型（表4，表5）。

2.2.3　住房租赁结构

从总体来看，6城市多以租赁型住房为

主，租赁住房的比重大多在60%左右。2012

年纽约共有租赁型住房207.28万套，占住房总

数的67.7%，其中有81.95%的租赁型住房为

中小套型住房。伦敦的住宅主要由公共房屋

管理部门和私人机构进行供应，私人机构供

应的住房主要是独立住房类型和3居室及以

上的房屋类型，政府部门提供的住房则以2居

室或以下的房屋为主，2011年时伦敦私人租

赁住房占比26%，政府公房租赁占比24%。在

增量上，2008年东京都新增租赁住房建筑面

积为290.93万m2，占新建住房总建筑面积的

52.32%；其中区部（中心城区）为54.20%，市

町村部为48.06%。

3　国际大都市住房用地空间布局特点

合理的住房空间布局是提升住房空间绩

效、促进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要

素。国际大都市在住房发展规划中，十分注重

对住房用地空间分布的优化，形成了各具特点

的住房分布格局。

3.1　整体形态

受自然地理、交通、行政区划等因素的影

响，各城市住房用地布局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表6）[11-14]。

市域住房用地布局形态：①以多中心、组

团式的集中紧凑布局为主，如伦敦为同心圆式

布局；东京呈多圈层布局；纽约呈网格状、均质

化布局。②以组团式的分散布局为主，如新加

坡住宅用地围绕“一环一带”分布；香港的住

宅用地依托新镇分布。

郊区住房用地布局形态：①轴向或星状，

如伦敦随轨道线延伸及卫星城建设呈带状开

发、星状分布；东京沿轨道交通线向外扩展。②

弥漫型分布，如纽约。③“葡萄串”型分布，如

新加坡。

3.2　中小套型住房分布

以纽约、东京、新加坡为例，3城市中小套

型占比平均为76.62%（图2-图4）。其中，城区

中小套型占比平均值为85.54%，郊区中小套

型为73.02%。3城市均呈现出“中心城区与

郊区住房均以中小套型为主，但中心城区中小

套型比例大于郊区”的住房分布特征。新加坡

各新镇的主导型组屋套型面积大小和新镇到

市中心的距离呈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图2-

图4）。伦敦的政府租赁房在中心城区和中东部

地区分布占比较高，私人租赁房大多集中在中

心城区及偏西部地区（以上两种房多为小户

型房屋），而自有住房（多为大户型住宅）大

多聚集于外伦敦郊区地带（图5）。

⑦日本的“专用面积”指分户墙、外墙中轴线以内的住房面积，包括住户可独自使用的部分共用面积，如玄关等均属于专用面积的范围。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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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各城市住宅用地布局形态及特点

城市 城市总体
布局形态

住房用地
布局形态 住房用地布局特点 相关图表

伦敦 同心圆
多中心

同心圆
多中心

（1）总体上，呈同心圆形态：①伦敦城住宅用地较少，②内伦敦以联排住
          宅为主、密度较高，③外伦敦以双拼住宅为主、密度较低，④绿带
（2）郊区住宅布局，随着轨道线路的延伸及卫星城建设，呈带状开发、星       
          状分布的特点
（3）郊外的新城主要采用分散组团的模式布局

2011年伦敦人口居住密度（人/hm2）

纽约 多中心 网格状
多中心

（1）总体上，呈现多中心的布局形态：中心城及周边地区居住用地比重较
          低，容积率高，立体化发展，商住混合用地占比大；郊区住宅用地比
          重较高，容积率低，以广而分散、低密度的远郊开发为主
（2）小尺度上，整个市域范围的住宅用地基本呈现网格状、均质化的特征
（3）郊区住房用地呈弥漫状

纽约市区划（Zoning）地图

东京 多圈层
多中心

多圈层
多中心

（1）3个圈层：内部圈层为都心居住功能推进地区，中部圈层为良好居住
          和生活环境形成区；外部圈层为环境友好型优质住宅促进区
（2）多中心：城市副中心分布较多商住混合用地与集合住宅用地，超高层
           住宅集中分布，并且新城配置大量住宅用地，吸纳众多人口居住
（3）郊区住房用地轴向布置，沿轨道交通线向外扩展，并以轨道交通线结
          点集中布局

东京都居住空间规划

东京人口集中区扩展趋势图

新加坡 一环一带
一环一
带、多
中心

（1）整体上，住房用地呈“一环一带”布局形态，住宅几乎全部位于新镇
          范围内，其布局与新镇格局基本重合
（2）在局部（新镇），住房用地布局呈现“葡萄串”形态，与轨道交通布
          局紧密结合

新加坡住房用地布局

新加坡住房用地与交通网络空间关系

香港 多中心
组团式

团块状
多中心

（1）受地形影响，住房用地呈现不连续的“团块状”，主要分布于沿海
          和山间平原地带
（2）住房布局与城镇体系结合紧密，形成“中心区—新市镇”的多中心空
          间结构，约40%人口在新市镇居住

香港土地利用图（红色为住房用地）

首尔

“单核结
构”逐步
向首都圈
层面的

“多核连
接型”空
间转化

多中心 （1）中心城区住宅密集，住房用地空间上形成明显的“富人区”和“平民区”
（2）新城疏导政策促进住房郊区化，在新城开发了很多大型居住社区

20世纪80年代末首尔都市区内
绿带及新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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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纽约户型分布情况

图6　纽约包容性分区制住房分布（褐色图斑）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3]。

图3　新加坡户型分布情况

图7　伦敦中心城区密集低矮的建筑群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4　东京户型分布情况

图8　内伦敦优美的居住环境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5　2001年伦敦私人租赁房、政府租赁房、自有住房覆盖率分布（颜色越深表示覆盖率越高）

4.1　规划土地政策

4.1.1　以挖掘存量为主，确保住房用地供应规模

东京主要通过3条途径来实现住房建设的

存量供地：①实施容积率奖励措施，提高土地

开发强度。东京将地上建筑容积率分等定级并

实施奖励策略以提升存量用地潜力，通过“用

途容积率地区计划”预留出只能用于住宅建

设的新增容积率（图9）。②通过土地用途变

更，增加住宅用地供给。例如将废弃的旧厂房

等改为住宅用地等。③采用“连锁型再开发”

的土地置换方式，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在国有

公用厅舍土地上建造多栋建筑，将待改建区域

业主迁入其中，实现土地集约置换（第1次再

开发）；再将第1期改造时腾空的旧建筑物拆

除重建，将两侧其他想重建的业主迁入，土地

与第1次搬迁者集约置换（第2次再开发），以

此类推[15]。

伦敦为增加住房用地的供给，在不同时期

采取不同的规划策略。在规划早期，重点放在

充分挖掘、利用已开发地区住房发展潜力上，

充分利用存量住宅地块；在规划中期则通过改

变工业、商业用地的功能，促进土地混合利用；

在规划后期通过棕地的生态化改造，在棕地上

优先开发住房。

纽约通过政府与开发商签订金融风险分

析协议，推进城市中心区再开发，政府主要以

区位条件优越的公共土地为筹码，以和私人开

发商签订金融风险分享文件的开发形式，推进

城市中心区再开发项目的实施，这一模式目前

已成为纽约重要的空间充足方式之一。

4.1.2　实施规划激励，确保保障性住房建设任

           务的落实

纽约主要通过实施激励性区划政策来促

进保障房建设，通过给予建筑密度、容积率等

方面的奖励，鼓励开发商提供公共设施和价格

较低的可负担住房。早在20世纪60年代，纽约

私人租赁房 政府租赁房 自有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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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就鼓励开发商为城市提供公共空间，并

给予相应公共空间6—10倍的额外建筑面积奖

励。伦敦引入规划特例机制，政府通过批准在

现状居住区内或附近的非住宅用地的住房规

划（小户型、低成本）来增加保障房有效供给；

此外还引入贡献—义务机制，通过规划协议来

要求开发商在房地产开发时提供一定数量或

比例的可支付性住房[16-17]。

4.1.3　实施弹性区划政策，推进居住用地的综

            合和立体开发

纽约在这一方面的做法颇具特色：①实施

弹性区划政策，提高住宅用地开发的兼容性。

政府允许在商业区建设附属居住单元、住办混

合用途的单元，提高土地居住与商业功能的兼

容性。②以增加绿地为重点，推进立体化的土

地开发。市中心通过立体化开发，节省出来的

土地用来增加绿地供给，兼顾集约用地与营造

良好居住环境。

4.1.4　实施规划指标控制，防止人口过密

香港在《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中将全

港划分为都会区和新市镇，又将都会区、新市镇

分别划分为3个和4个住房发展密度分区，各分

区内的上限住空用地积比率并不相同，以此确

保规划师可以对不同区域的人口做出估计。部

分偏远地区也被划入上限地积比率最高的密度

分区内，以期对疏解中心区人口起效（图10）。

纽约政府为防止土地被过分开发，在分区

规划制度中设置了容积率、开阔地面积、建筑

覆盖率和人口密度等指标，其中人口密度专指

某一特定区域内的居民人数，不同区域的人口

密度有不同规定，管理当局通过人口密度监控

来有序安排各公用设施。此外，为确保良好的

居住环境，城市规划局还颁布了楼间距和限高

及缩进规定。

4.1.5　注重关键性规划指标的实施评估

伦敦政府通过设置关键绩效指标，对住房

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考评。《大伦敦规划2011》

（London Plan 2011）提出了24个关键绩效指

标，其中有多个指标与住房规划的执行有关，

如“最大化地使用已经开发土地的比例”指

标以达到“保持新的住宅开发至少96%是先

前开发的土地”为目标，鼓励规划实施者通过

二次更新、旧房改造、盘活空置住宅等方式，充

分挖掘新增住房的供应空间。

4.2　住房政策

各城市住房政策大都以优化供应体系、加

强政策扶持、确保保障性住房的合理分配、提

高中低收入者住房水平为目标，主要通过3条

措施来实现：①通过分析住房市场变化，调控

公共住房供给规模。东京通过分析各个都道府

县区域内的住宅困难户住房状况、民间租赁住

宅的供求、市场因素导致的房租变化等情况，

对住房状况进行评估与预测，进而确定公共住

房供给目标数量。如市场住房相对紧张，政府

会适度增加公共住房供给数量，反之则放慢公

房供给步伐，改由民间供给为主。②对不同类

型的住房供给均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例如伦

敦，一是通过以较低租金或折扣租金的方式为

低收入家庭提供政府公房；二是为租用私房的

低收入者提供住房津贴；三是以优惠的抵押贷

款政策对自有住房居民提供支持；此外还以灵

活的产权分享方式推进居民分步购房。与伦敦

相似，新加坡允许较高收入者使用中央公积金

购买私人住房或组屋（图11），HDB为购房者

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优惠贷款利率，政府给予

图9　东京区部住宅用地容积率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4]。

图10　香港岛、九龙及新九龙住宅密度分区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2]。

图11　新加坡组屋间的绿色空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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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组屋者建房贷款和津贴[18]。

4.3　财税政策

各城市住房财税政策的重点是加强对住

房市场的需求调控，抑制不合理需求，确保住

房供需平衡。①通过对不同档次的住房赋予差

别化税率来调控。伦敦一方面对住房购买者征

收差别化印花税，价值在25—50万磅的住房需

按房价的3%—4%缴税，而房价不足17.5万磅

的住房无需缴税；另一方面对转卖第2套及以

上住房的销售者征收相当于收益部分10%—

40%不等的增值税。②通过严格的税收政策遏

制住房市场的投机炒作。如首尔通过提高房地

产转让税率，对拥有3套以上住宅的居民户转

让房地产课以60%的高标准转让税。

5　国际大都市住房发展规划对上海的

     启示

总结本文6个国际大都市住房发展规划

发现，上述城市的住房规划起步较早、类型较

多、指导性强，对解决一定时期的各城市的住

房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

划（2015—2040）纲要》提出，上海要建成追

求卓越的全球城市，成为一座创新之城、生态之

城、人文之城[19]。要实现这一目标，合理借鉴国

际先进城市的住房发展经验是十分必要的。尽

管各城市与上海在人口、资源、环境条件和经济

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差异，所面临的住房问题

也不尽相同，但仍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5.1　规划重点与城市发展相适应

各城市在住房规划编制时均十分注重

保障性住房建设。借鉴国际大都市住房规划

编制重点，上海市在编制住房发展规划时，需

重点关注保障性住房的发展规划，包括保障

性住房的建设类型和规模、用地规模、空间布

局、建设政策和分配政策等。同时，建议适应

城市发展老龄化、少子化、绅士化的趋势，以

及社区融合、休闲度假等发展方向，做好养老

住宅、社区融合、休闲度假住宅、健康住宅等的

规划。

5.2　合理控制住房用地规模

与国际大都市对比可知，上海当前的住

宅用地比重已经达到国际先进城市的用地水

平，甚至超过了部分国际大城市，从趋势上看，

近年来6城市的住宅用地规模呈小幅增长、保

持不变或是略有下降的态势。考虑到上海大规

模的城市化已基本完成，按照城市发展一般规

律，未来住宅建设步伐也将逐渐放缓。未来上

海的住宅用地增长速率应控制在一定幅度内，

同时应以盘活存量用地，特别是以盘活郊区宅

基地为主要的用地途径。

5.3　提升住房供给的科学合理性

结合上海住房结构的供需矛盾并借鉴国

际经验，上海在编制新一轮住房规划时需适当

提高中小户型供应比重。与国际大城市相比，

目前上海的住房供应仍倚重于大户型，而市场

需求旺盛的中小套型住房供给相对不足，供应

比重仍有一定提升空间。上海可在对城市中小

套型存量及流量进行科学测算的基础上，可合

理参考国际大城市通过行政手段、需求预测、

计划引导和信贷扶持等多种方式提高中小套

型住宅比重的做法，适当加大中小套型的供应

力度。

5.4　加强租赁型住房建设力度

与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可继续加强租

赁住房建设，进一步满足城市人口租房需求。

在现有保障房租赁体系下，探索市场化租房体

系的激励机制，推动“市场化—保障性”租赁

市场并重发展，尽可能满足不同人群的租房需

求。可考虑逐步建立“大户型租赁住宅由市场

承担，中小户型租赁住宅主要由政府提供”的

租房体系，同时通过规划奖励来鼓励开发商提

高住宅自持率，增加租赁住房的有效供给。

5.5　优化住房空间布局体系

当前上海住房空间布局已基本成型，结合

上海城市空间发展特点并借鉴国际大都市住

房用地布局方式，可以“构建便捷、生态、宜居、

和谐的居住环境”为目标，处理好住宅用地与

新城新市镇、交通线路、产业、绿地等的关系，充

分考虑职住平衡、交通平衡，构建多中心化、组

团式、紧凑型的住房用地分布格局。在户型区域

安排上，可进一步提高中心城区中小套型住房

配建比例，增加中心城区租赁型、持有型中小套

型的数量，满足城市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5.6　完善住房规划实施政策

城市规划素有“三分规划，七分实施”之

称。借鉴国际大都市经验，为确保上海住房规

划的有效实施，可重点强化4方面政策：一是建

立规划激励政策，同时加强规划管控，控制人

口密度，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二是实施差别化

的税收政策，抑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促进住

房供需平衡；三是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和支持

政策，着力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四

是注重对关键性规划指标实施情况的跟踪评

估，确保住房规划有效落实。

5.7　保障住房的居住环境品质

当前上海人口数量庞大，城市建成区尤其

是中心城区范围内人均密度相比起国际大都

市而言持平或偏高，人口和住房密度过大的问

题在一定程度上已影响了上海市民的居住环

境品质。可合理借鉴国际大都市在高层、高密

度背景下的住房建设理念，将住房剩余公共空

间尽可能布置为生态宜人、环境友好的绿色空

间，从而减弱居民对建筑拥挤的直观感受，优

化住房环境，提升居住品质（图11）。

在合理借鉴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国际大

都市的住房发展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住

房规划中也存在应当警惕的教训，如伦敦曾因

过分依赖竖向开发来解决住房短缺而形成了

超级街区，导致了城市衰退；东京曾过分强调

“卧城”开发，未能实现职住平衡，出现了“空

城”现象；香港因保障性住房户型设计单一、面

积偏小，影响了居住品质；首尔曾过分依赖绿

道来控制城市蔓延，反而导致城市出现了“蛙

跳式”蔓延；新加坡曾因过分强调组屋建设的

标准统一，导致住宅组团和新镇缺乏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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